
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双重规定及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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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理论考察，具体体现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和《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建构之中。通过实用
人类学与批判哲学的考察方式，康德前期与后期美学思想关于优美与崇高概念的规定显示了内在的区别。这种对优美
与崇高的不同规定，深刻地表现了基于经验论原则的“价值论规定”与基于先验论原则的“知识论规定”之间的思想差
异。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不同规定，揭示了优美与崇高概念既对民族文化生活的审美价值判断具有积极意义，又对美学
的纯粹理论建构以及审美关系的探索具有规范意义，因此，他启示美学必须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持久的理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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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同的美学体系都有自己的独特美学概

念构造，但是，优美与崇高概念往往在这些美学体

系中都得到了普遍讨论，这说明，优美与崇高概念

的规定在美学中具有普遍性意义。不过，人们对
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理解却存在着分歧。到底应该
从经验的角度给予规定还是应该从先验的角度给

予规定，我们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认识。面对这一

问题，康德给予了双重规定，并且确立了双重规定

的内在根据，这无疑是极有价值的探索，但是，我

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康德关于优美与崇高的双重

规定的真正价值。为此，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的译者序中，何兆武写道：“当世学人倘能以本书
和他晚年的第三批判进行一番比较研究，那将是

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译序》；《论优美感和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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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感》21）显然，这一比较工作不能仅限于优美
与崇高两个概念。在中国美学界，邓晓芒（《康德
〈判断力批判〉释义》7—12）、曹俊峰（《康德美学
引论》15—18）等已经从广阔的理论背景出发探
讨了康德美学的内在演变及其主要贡献，并没有

局限于优美与崇高概念。相对而言，外国美学界
也一直关注这一问题，他们既强调这两个概念背

后的思想实质，又强调实用人类学与纯粹审美哲

学判断应该对其给予双重重视。例如，盖伊（Ｐａｕｌ
Ｇｕｙｅｒ）在《康德与自由的体验》（Ｋａ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中，一方面强调康德美学与
道德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从主体 客体、无功利、普
遍有效性入手分析两者的差异（Ｇｕｙｅｒ 216
225）。门克（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Ｍｅｎｋｅ）在《力量：一个审美
人 类 学 的 概 念》（Ｋｒａｆｔ： Ｅｉｎ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
ä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ｒ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中，则试图将人类学的
方法与审美哲学的方法协调起来，以此解决康德

《判断力批判》与前期美学探索中的不同立场问
题（Ｍｅｎｋｅ 8）。按照赫费（Ｏｔｆｒｉｅｄ Ｈöｆｆｅ）的理解，
康德美学批判的依据，就在于对“优美”（Ｄａｓ
ｓｃｈöｎｅ）和崇高（Ｄａｓ Ｅｒｈａｂｅｎｅ）概念的创造性规定
与理性建构（Ｈöｆｆｅ 271 278）。基于这些认识，
我们试图特别强调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与
《判断力批判》关于优美与崇高概念的认知转变，
并探究这一转变可能引发的美学革新问题。

一、康德关于优美与崇高的美学考察

概念分析或概念规定，是哲学或美学最重要

的思想方式，离开了概念分析或概念规定，我们就

无法呈现思想自身的内在逻辑。相对而言，优美
与崇高概念的分析与规定在美学探索中具有决定

性意义，它涉及美学关于对象世界的本质理解与

内在规定。为了详细分析康德对优美与崇高两个
概念的双重规定及其思想意图，我们优先考察的

问题是：康德为何对优美与崇高概念形成了持续

性的理论关注？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康德美学

体系建构的基点。从人类学或实用人类学出发，
康德发现，优美感与崇高感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文

化生活的独特气质。从审美哲学或审美认识论出
发，康德发现，优美与崇高涉及人类认识能力的综

合判断。例如，优美涉及想象力与知性的和谐，而
崇高则涉及想象力与理性的冲突。因此，只要对

优美与崇高概念形成综合判断，就能发现人类心

灵或民族心灵的独特精神禀赋或内在自由特质。
当然，康德的这些认识并非突然完成的。
首先，它与康德对柏克的优美与崇高观念的

反思批判有关。从文化影响的事实来看，康德前
期美学的探索，源于对柏克（Ｅ． Ｂｕｒｋｅ）1757 年发
表的《关于我们崇高与优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
讨》的理论批判与思想关注。在西方美学史上，
柏克的理论是优美与崇高概念发展史的重要转折

点。柏克不仅继承了希腊美学理论的有效性看
法，而且打破了人们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许多成

见。在柏克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崇高概念源于事
物“尺寸上的巨大”，是人在目睹“巨大事物”时所
引发的感官体验。柏克则从心理学和生理学出
发，将“崇高与恐惧”联系起来，通过科学的方法
解释崇高概念与感性经验的关系。他指出：“崇
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柏克
36）显然，柏克把崇高与强烈情感联系在一起，并
且把崇高概念与人的感官经验相结合，直接赋予

崇高概念以现实性审美经验内涵。这就是说，柏
克不再从纯粹形式入手评判优美与崇高概念，而

是从主观心理感受出发探讨优美与崇高概念，这

种关注更加符合审美情感心理事实。
在优美概念的规定中，柏克也打破了固有的

认知方法。他批判性地考察了三种优美概念，即：
1. 2. 毕达哥拉斯将优美规定为“各部分的适当比
例”；3. 苏格拉底将优美理解成事物因其自身之
功能而表现出的“合适”；柏拉图将优美理解成
“与道德完善相关”。显然，柏克对优美的分析，
不再强调形式与德性的原则，而是强调心理与情

感的原则。通过对上述三种优美概念的评判，柏
克指出，“美是能够直接冲击人的情感，使人产生
剧烈情感、直接满足的感受能力”（柏克 13），而
不是通过知性能力认识到的知识或经验。他认
为，“美感”不需要我们理性的任何帮助，即便与
意志也没有关联。柏克的优美观念，以人的感官
经验为基础，体现了人在认识美的事物时的主观

能动性。这种从心理学出发去评判优美与崇高的
尝试对康德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凯文（Ｊａｍｅｓ
Ｋｉｒｗａｎ）在《康德美学》（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Ｋａｎｔ）中
梳理了康德与柏克等的关系，并提及谢林对此评

价不高，因为谢林认为康德接受的这种心理学原

则“是浅薄和通俗的”（Ｋｉｒｗａｎ 1）。其实，康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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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完全接受柏克的看法，而是更多地从理性与

历史出发去解释这两个关键美学概念。
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康德对柏克的优

美与崇高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回应。通过对优美与
崇高的审美文化价值的探索，康德揭示了优美与

崇高概念具有的人性意义与民族意义。对此，莱
曼（Ｊ． Ｒａｙｍａｎ）认为，康德主要受 18 世纪英国道
德哲学的影响，“将美学问题置于道德哲学内进
行思考”（Ｒａｙｍａｎ 13）。此时，康德以人类学的
方法考察审美问题，还没有建立严格的先验逻辑

分析方法，因此，他主要致力于优美感与崇高感的

“价值评判”。康德发现，在崇高所激发的情感
里，包含着恐惧与愉悦成分。他观察到，在现实生
活中，人们可以从雄伟壮观的自然现象中获得崇

高感。因此，康德肯定了柏克关于“崇高的情感
是一种被激发的情感”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停
留在对人的主观心理感受的分析上，而是大胆地

运用道德原则去规定崇高概念的内涵。从这个意
义上说，康德继承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审美

道德判断方法，也吸收了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

学人类学评判方法。康德逃离了传统美学只重视
以外在形式等经验因素去认知优美与崇高的惯

例，试图将道德论与价值论融入美学观念认知之

中，由此与柏克的立场形成了根本的区别。
其次，它与康德的实用人类学理念和哲学人

类学的考察方法有关。在人类生活的发展过程
中，优美与崇高概念，深刻地影响了民族的生命价

值理想与生命价值判断。康德痴迷于欧洲不同民
族与国家的人民对优美与崇高的不同情感反应，

他强调，优美感与崇高感直接影响了民族国家的

日常生活与文化艺术的内在价值追求，还直接关

涉民族文化与人格精神的自我建构。在大量的社
会生活考察中，康德围绕优美与崇高概念，分别就

“人格品质”“性别差异”和“民族特性”等，有选
择地对不同民族人民的审美特性进行了人类学的

比较分析。康德通过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共同
点，确立了优美与崇高概念的普遍特质以及它们

的实践价值。康德发现，优美感与崇高感所对应
的对象，可以按照某种规律划分为“人性的不同
品质”“男女性别差异”和“民族的精神特性”。为
此，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关涉的对象进行了系

统的评判，这些分析与评判大多源自日常社会生

活的文化现象考察。当优美感与崇高感与现实生

活相联系时，它们的实践价值便得到了真正落实。
这种文化史与人类学的方法，对于重新确立优美

与崇高概念的价值极其重要，因为审美与文化生

活联系在一起，不再是简单的心理感受问题。
第三，它与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价值论

规定和知识论规定有关。康德关于优美与崇高概
念的两重规定，除了存在时间的先后外，主要显现

为价值论和知识论的不同立场。这种思想方法，
赋予了优美与崇高两个美学概念以丰富的内容。
从人类学思想出发，康德强调优美感与崇高感可

以深化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审美习俗认知。在理解
了优美与崇高的文化社会价值之后，康德着重讨

论优美与崇高的纯粹知识学的美学规定，即从纯

粹美学知识的高度给予优美与崇高以真正的理

解。在审美分析判断中，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
进行了充分的理性分析，探讨了优美与崇高概念

的感性内容与共同根据。在现实生活经验中，人
们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理解，一方面确实出自个

体的情感经验，另一方面则以某种共通感为基础，

如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普遍渴望等。因此，通过
知性与想象力的关系，通过想象力与理性的关系，

康德考察了优美与崇高的不同生成法则，为我们

更好地认识主体的审美判断与普遍合目性追求提

供了重要理论依据。这种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康
德哲学的理性批判方法的不断强化，也是康德由

人类学的美学考察走向纯粹知识学建构的实践必

然，它体现了康德时代关于实用科学与理性科学

的双重价值追求。
因此，基于这三重理由，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

念形成了“持久的理论关注”。他不仅确证了优
美与崇高在个人、民族与世界生活中的价值，而且
对优美与崇高概念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与严格

的知识学规定。在康德那里，优美与崇高概念不
仅仅关涉人的内心世界，而且关涉外部的自然世

界。人们通过感觉器官，不仅可以理解自然界中
协调有序的优美与崇高形态，而且可以将其转化

为生命存在的积极情感，由此完善人的审美自由

体验与德性自由体验。概括地说，优美与崇高概
念建构了人的内心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审美沟通

的桥梁。通过它们，人类可以更好地认识世界和
自我，从而有效地引导主体追寻德性的力量，以个

人幸福与普遍幸福为审美目标，实践普遍的自由

理想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对优美与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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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双重规定，充分体现了康德美学对文化生

活与理性生活的真正关怀。

二、第一重规定与前期价值论立场

必须承认，美学认知的价值论立场极其重要，

它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学的历史事实出发去认知优

美与崇高概念所体现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想

价值。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康德以人类学
的观察者的眼光考察美学问题，并非“以哲学家
的眼光考察优美与崇高问题”（《论优美感和崇高
感》1）。这就是说，康德立足于现实生活与文明
生活历史本身，通过观察和分析，将优美与崇高的

各种实践价值及各种文化差异进行了综合考察。
从优美与崇高对应的感性经验出发，康德解释了

这两种美学观念在具体认知中的不同价值体现。
在前期康德美学那里，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

是“感性经验”。一切事物的观念认识往往要以
感性认识为起点，因此，康德把优美与崇高概念同

人的“感性经验”相联系。从先验哲学建构意义
上说，康德极端排斥经验性原则，但是，面对文化

生活历史本身，康德并不排斥现实历史文化生活

经验。我们不能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或教育学的
思想立场，与他的先验哲学的原则完全对立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康德维护了柏克基于感性经验

的审美关系理论。他指出，“优美与崇高”，依据
某种原则与人的内心活动相结合，可以激发出各

种不同的情感形式。“崇高的性质激发人们的尊
敬，而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康德，《论
优美感和崇高感》6），两者的不同在于，崇高的
情操要比优美的情操更为有力。不过，如果没有
优美情操伴随，“崇高的情操就会使人厌倦而不
能长久地感到满足”（7）。尽管优美与崇高概念
最早被视为同一事物的两种属性，但是，康德在这

里明确规定了优美与崇高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范

畴，对应两种不同的感性经验，显示了两种不同的

情感价值。显然，这种概念分析，与实用人类学原
则和心理学原则相一致。
虽然康德以实用人类学或审美人类学考察作

为出发点，但是，他反对就优美与崇高概念衍生出

许多相互关联的评价标准。在文化实践中，人们
依据事物外在形式上的差异而形成审美判断，惯

于用外表、服饰、谈吐来区分人的类别与属性，并

且冠以“优美”或“崇高”的判断。这种区分，容易
受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认识制约，缺乏客观的普

遍有效性。这种形式意义上的优美和崇高，或者
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因为对象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往往缺乏普遍的认同性，无法构成

真正意义上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康德即使以
人类学或民族学作为审美根据，也依然强调优美

与崇高概念的评判必须具有普遍有效性。其目
的，是显示审美文化价值生成的普遍意义。相对
而言，从感性经验的外部形式对优美与崇高概念

所作的判断大多是不可靠的。因此，康德在感性
经验的基础上，试图重新回到人的内在本质考察

上来，并由此寻求优美与崇高在生活实践中的普

遍共同价值。
从价值论入手，康德引入道德或“德性善”的

观念，显现出优美与崇高的内在精神价值。对于
那些引入优美与崇高概念中的道德准则，康德根

据其功用的不同，将其分为“被采纳的德行”与
“真实的德行”，即强调通过德行的评判而显示个
体存在的美感价值。康德还将德性与情感相联
系，进行了两种不同的情感划分，即“美妙动人的
情感”和“崇高而可敬的情感”。这种解释方式，
通过道德与情感的联系，确立了优美与崇高两种

感情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心理根源。表面上看，
康德的优美与崇高观念分析充满经验论因素，实

际上，由于康德将德性、情感介入美学概念的普遍
规定中，所以，康德对优美与崇高的价值规定就具

有普遍性意义。这种对美感形态与德性价值的关
注，一直延伸到康德的后期美学思想之中，并集中

体现为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理性综合判断。从这
个意义上说，抓住优美与崇高概念，就抓住了康德

美学的思想核心。
正是基于价值原则，康德围绕优美与崇高概

念，衍生出同情、善良、高贵、冒险等相关概念。对
于这些概念，康德既强调它们同优美与崇高概念

的联系，又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差异，并以此说明

这两个关键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实践价值。
为此，康 德 特 别 列 举 两 个 概 念：“善 意”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与“荣誉感”（Ｅｈｒｂｅｇｉｅｒｄｅ）。在康德
那里，“善意”是对于人性美和价值所具有的内心
感情，审美主体只要把自己的全部行动归结于此，

并作为其普遍的道德情感基础，就可以建立道德

人格与审美情感之间的联系。康德认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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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接近于沉痛，就其建立在那种畏惧感之上而
言，那是一种甜美而高尚的感情。康德强调，荣誉
感在“庸俗的自私”和“共同的享乐”之间维系平
衡，它促使人们从牟取私利的心态转向寻求公共

利益的行为。荣誉感不是“真正的德行”，而是
“德性的闪光”。在此，康德通过道德内容的关
注，给予崇高感以特殊的美学地位。
尽管荣誉感能激发主体的强大情感力量，但

是，如果它被浅薄而错误的幻想所误导，那么，人

们的行为将不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判断，而是受制

于别人的主观判断。为此，人们会小心隐藏荣誉
感的动机。这些动机，往往出自个人的私利，不像
“善意”那样与可敬的德行紧密相连。其实，无论
是善意还是荣誉感，都与主体的德性有关，涉及内

心的道德评判，在康德那里，这是崇高观念的必然

根据。康德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凭理性而生活，就
能发现这些道德规则能够引领我们过上“更幸福
的生活”。那些自诩按照道德原则行事并寻求崇
高与优美目的的人，反而忽略了“使每个人幸福”
的共同目的。如果在实践中发现错误仍坚持错
误，从而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那么，它必然走向

审美的反面。康德并没有把优美与崇高概念规定
为永恒不变的价值，而是时刻依据不同的现实条

件调整对优美与崇高的具体认识。通过优美与崇
高概念在人类生活中各自的存在价值的判断，康

德力图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其多样性，并从多样性

中寻求观念的统一，由此真正实现优美与崇高概

念的不同精神建构价值。
根据价值论立场，康德还围绕两性生活与民

族性问题，从容地展开了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人

类学价值分析。就性别本身而言，康德联系生活
实践和审美实践，特别强调优美与崇高的不同性

别表现力量。虽然康德之前的理论家也能将女性
与优美、男性与崇高相联系，但是，那些观点大多
只是随感式的简短构想。康德则在更深的文化史
与人类学层次上讨论这个问题，他不再停留在概

念和虚构的真实中，而是立足于人们生活的现实

与民族的文化实践进行具体考察。他相信，优美
与崇高概念，在两性关系中有着非常复杂而奇妙

的表现。康德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缺乏高
贵的品质，男性就必定不具有优美感，而是说每种

性别的人其实都结合着两者。康德强调，优美与
崇高概念显示了不同性别的独特美感。在康德那

里，女性的全部优点将因此而联合起来，为的是高

扬优美的特性，因此，优美乃是女性理所当然的参

照点。反之，在男性的品质中，“崇高就突出显著
地 成 为 了 他 那 个 类 别 的 标 志”（Ｋａｎｔ，
Ｂｅｏｂａ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üｂｅｒ ｄａｓ Ｇｅｆüｈｌ ｄｅｓ Ｓｃｈöｎｅｎ ｕｎｄ
Ｅｒｈａｂｅｎｅｎ 56）。正是从性别出发，康德强调了优
美感与崇高感可以取长补短，所以，在生命美感追

求中，康德认可了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不同价值。
他强调，既不要以优美取代崇高，也不要以崇高取

代优美，而是要强调二者的互补性与相容性。
面对优美与崇高概念在两性相对关系上的对

立，康德确信，自己要做的事情只是调和二者的矛

盾。心灵状态越是趋向崇高，越会以最大的努力，
让所爱的对象称心满意；越是趋向优美，越会“以
盛情来报答这种努力”（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
感》46）。康德认为，在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之
外，男女的性别区分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无论男性

还是女性都能够寻求“道德完善性”。在此，优美
与崇高概念可以形成高度的融合。必须承认，康
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价值规定，实质上，带有审

美教化的指导作用。事实上，康德想要说明，“优
美与崇高”，不仅是感性经验意义上美学概念，而
且是包容与人类学或民族学观念相适应的道德内

涵的美学观念。从康德的性别观念与民族文化多
样性的立场出发，可以看到，美学在解释现实生活

时，有必要强化优美与崇高意识。这种简化了的
审美意识或关键美学概念，对性别美感认知与现

实社会生活的美感建构，实际上具有最直接的启

发作用。康德以简驭繁，通过优美与崇高概念评
价复杂的社会生活，规定人类文明生活的普遍价

值，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理论启示价值。

三、第二重规定与后期知识论立场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
进行了系统的逻辑分析与知识学分析。他运用了
独特的逻辑分析方法和大量抽象的理论概念，分

析和总结了优美与崇高的纯粹知性特征，由此显

示出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纯粹知识论规定的可能。
在优美与崇高概念的具体分析中，康德一方面沿

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证方式，将优美的概念从

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角度展开论述，另一方面
则有意突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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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然界的对象形式与审美现象相关。通过这些
研究方法，康德完成了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纯粹

知识学规定。从严格的哲学认知和评判中，康德
确立优美与崇高的科学认知价值与实践理性规

定，这意味着通过美学深入理解人类精神生活的

自由可能性具有重要的知识学实践意义。从康德
对审美与德性的纯粹知识学探讨中，可以发现，康

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第二重规定，并非与第一

重规定完全矛盾，而是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他只不

过表现了不同的先验哲学解释的立场。
康德并不满足于从社会生活现象或人类学出

发去评价审美活动。在他的纯粹理性科学建构
中，他力图通过纯粹知识学的考察建构理性的审

美观念系统。为此，“审美判断力批判”成了康德
分析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主要途径，也是康德先验

审美逻辑原则的综合实践表达。康德认为，趣味
或鉴赏是评判美的能力，“是与想象力的自由合
规律性相关的对一个对象的评判能力”（《判断力
批判》77）。在康德那里，审美鉴赏不是关于对
象的客观评价能力，而是与想象力相结合的符合

自由规范的评判能力。在以优美为对象的分析
中，“鉴赏判断”表现为无功利目的而自由、无目
的而合目的性、无概念而普遍令人愉悦，它表现了
想象力与知性的主观协和一致。正是基于鉴赏判
断的这种特性，康德将“美”界定为“想象力与知
性的和谐”。在关于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中，康
德通过“美的四种契机”，解释了优美概念的普遍
规定性特质。
从质的意义上说，只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

是“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康德发现，美的愉
悦的特点在于，它不带任何利害关系。它要求人
们对美的感受的认知，不涉及利害关系评判，只属

于纯粹鉴赏判断。美的鉴赏的无利害性，显示出
美的判断的自由性。它以人作为主要对象，自由
地对人自身及其感受到的事物做“鉴赏判断”。
康德通过优美的这种质的规定性，确立了审美无

利害关系在审美活动中的纯粹自由特质。
从量的意义上说，美是那没有概念而普遍令

人喜欢的东西。“美”作为令人普遍喜欢的东西，
在理论意义上具备令每个人都愉悦的可能性。康
德强调，这种令人愉悦的美感，具有“普遍可传达
性”，它不是私人的感觉经验，而是人类共有的美
感经验。这种普遍共同性特质具有普遍可传达

性，它不是以任何确定概念为前提，而是通过知性

能力与想象力的自由结合，呈现出“自由游戏中
的内心状态”。由此可见，美的愉悦，其实是想象
力与知性在人的内心自由状态下自由和谐作用的

结果。尽管客观上每个人都具备感受美的条件，
也具备将美的愉悦普遍传递到心灵的能力，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封闭自己的内心，那么，

不仅无法将情感普遍有效地传递出去，而且无法

从外界获取不掺杂任何目的性的纯粹审美愉悦。
因此，当康德认识到美在现实世界中能够作为普

遍情感传达的途径后，他强调人们应该学会通过

对自然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美感认知，在获取各种

美学知识时，能够将它们有效地运用于生活实践

中，从而显示主体的真正自由。
从关系意义上说，美是对象的合目的性形式。

“一个概念，从其客体来看的原因性就是合目的
性。”（康德，《判断力批判》55）“美的合目的性
形式”，是指美的概念可以视作某个对象的原因，
或者与该对象相互适应。根据审美的合目的性形
式，康德确立了两种类型的美，一是“自由美”，二
是“依存美”。“前者不以任何有关对象应当是什
么的概念为前提，后者则以这样一个概念及按照

这个概念的对象完美性为前提。”（66）前者与纯
粹的审美形式或自然对象相关，后者则与主体的

德性与道德情感有关。这是两种不同的美感形态
与美感体验，它们都是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美感

表现方式。为此，夏普（Ｅ． Ｓｃｈａｐｅｒ）特别重视这一
点，她认为：“对我的快感的表达，我不仅可以在
兴趣的自由中找到它，而且可以把快感作为我们

自身目的的对象。”（Ｓｃｈａｐｅｒ， “ Ｔａｓｔｅ， Ｓｕｂｌｉ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ｉｕｓ” 374）因为从美感生成意义上说，只有
这种自由的美的活动，才能带给人们普遍的愉悦。
从模态意义上说，美是那没有概念而被认作

必然愉悦的对象的存在。这种审美愉悦源自普遍
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指纯然通过情感而不
通过概念，却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令人喜欢或令人

讨厌的事物的能力。它可以作为鉴赏判断的前
提，也可以构成审美判断的必要条件，因为一切审

美判断，归根结底必须以人的情感为基础。这种
情感不能仅限于私人情感，否则，无法形成真正的

普遍意义上的审美判断。因此，人们需要以共同
感为基础构成主体的审美判断，“它不是说每个
人将会与我们的判断协和一致，而是说每个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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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此协调一致”（康德，《判断力批判》76）。这
说明，“审美共通感”不仅取决于普遍共同的审美
形式特质，而且取决于人的内心普遍共同的自由

价值追求。
由此可见，康德关于优美的分析，主要围绕美

的认识能力与共同精神特质而展开，它充分显现

了鉴赏判断的普遍规范特质，揭示了优美概念的

普遍规定性及其自由价值。正是通过审美知识的
普遍规定，康德将经验性的审美认知提升到纯粹

知性分析的高度。优美与崇高的判断，不依赖于
经验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它们以“反思性的判断
为前提”。优美感产生的愉悦依赖单纯的表现或
表现能力，由此表现出想象力在给予的直观上，可

以被看作是对理性的促进，它是想象力与“知性
或理性的概念能力的协和一致”。为此，罗格森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将此称为“自由和谐”（ｆｒｅ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并认为这种自由和谐具有自己的“快感基础”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 57）。
康德将优美的认识能力定义为“想象力与知

性的统一”，并强调“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
何感性的形式中，它只针对理性的理念。康德一
方面在崇高分析论中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

表，分别从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对“崇高”
概念进行界定，另一方面，他又突破亚里士多德规

范的限制，就崇高的本质特性，专门突出了两种独

特的认识方式，即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从
逻辑的规定性出发分析崇高概念，康德发现：“崇
高按照量表现为普遍有效的，按照质而表现为无

利害的，按照关系而表现出主观合目的性，按照模

态表现为必然的。”康德强调，想象力要么与认识
能力有关，要么与欲求能力相关。“前者就作为
想象力的数学的情调，后者则作为想象力的力学

的情调而被加在客体身上，因而，客体就在上述两

种方式上被表现为崇高的。”（康德，《判断力批
判》85）其实，康德从数学和力学这两门科学出
发去揭示崇高概念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肯定数学

的大小观念，也不是为了肯定力学的强弱观念，而

是为了强调崇高只与内心的道德观念相联系。在
康德那里，崇高只有与内心的道德情感联系起来，

才能获得真正普遍性的理性价值规定。
康德肯定，崇高概念作为一种被激发的情感，

不是为了去认识自然界中的各种感官事物，而是

为了我们内心被唤起的超感官认识。“崇高的情

感”，在想象力对大小的审美估量中不适合通过
理性来估量，并且必然产生不愉快感。同时，它在
与内心的道德情感的协调中却可能产生与道德感

相混合的愉快感。这种愉快感的唤起，是对最大
感性能力的不适合性所做的判断。就对理性理念
的追求作为规律而言，崇高感是“与理性的理想
协和一致的”（96）。人们通过数学的方式，估量
认识活动中无法用感性经验概括的知识，由此必

然产生的不愉悦感或不适，只可以被看作崇高情

感的外部原因而不能看作是内部原因。“力学的
崇高”，是由于自然界在审美判断中被看作强力
对象，但对人类并没有强制力。对此，路松
（Ｄｏｎａｌｄ Ｌｏｏｓｅ）特别强调力学的崇高作为康德自
然与自由概念的“关键点”（ｐｉｖｏ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但他
并没有解决力学的崇高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
（Ｌｏｏｓｅ 56 57）相对而言，哈曼（Ｒａｙｍａｎ）的看法
更接近康德的原意，他强调，在康德体系中，“崇
高概念具有明确的道德功能”，数学与力学的分
析“并未触及道德的内容”（Ｒａｙｍａｎ 56）。因此，
无论是数学的崇高还是力学的崇高，都不符合康

德对崇高概念的普遍知识规定。崇高只有与人们
内心的道德情感相一致时，才是真正的崇高。这
就是说，崇高并不是来自外部事物的形式或力量，

而是植源于人类内心的道德情感。康德对崇高的
这种规定具有特别重大的思想意义，有力地纠正

了从形式出发或从对象出发评判崇高概念的传统

思维方式，开启了崇高观念的道德解释学路径。
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发挥作用，它可以从根本上纠

正人们对崇高的错误认识，回到崇高概念与道德

理性的深刻联系上来。
在康德那里，崇高概念所激发的情感，是基于

主体主观理念与客体对象之间所产生的不适感，

而且是对象世界或对象事物所激发的主体内心的

道德感。它不需要向外寻找，只需要向内心寻找，
它是主体内心的道德情感的表达。崇高概念要求
的反思判断力，不是要我们去分析客体，而是要我

们去研究由这个客体的表象所带来的主体的精神

情调。因此，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崇高，也不是崇高感形成的真正思想

根据。在康德那里，崇高感纯粹是想象力与理性
的冲突在主体内心所激发的那种道德情感，由此，

康德真正确定了崇高的普遍道德地位。康德的这
一理论规定被席勒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所以，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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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认为，崇高的情感就根源于“人的内心的道
德情感”（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461 463）。

四、康德美学的概念规定及其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见，康德对优美与崇高概念进

行了双重规定，其中，《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代表
了康德有关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第一重规定，它体

现了鲜明的价值论立场和经验论原则，《判断力
批判》则代表了康德有关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第二
重规定，它体现了明确的知识论立场和先验论原

则。这两种规定，并不是彼此对立的思想关系，而
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思想关系。因此，只有认
识到这两重规定的现实美学意义，才能真正理解

康德美学有关优美感与崇高感规定的自由思想

价值。
具体地说，康德的价值论规定体现为三个层

次的认知：即从个人出发，从民族出发，从世界主

义出发。这是从个体价值向共同体价值转变，也
是从共同体价值向人类价值的普遍跃升的过程。
正是通过这种普遍价值与个体价值的广泛思考，

康德深刻地把握了优美与崇高概念的真正美学思

想意义。
从个人出发，审美活动的优美与崇高价值，不

仅体现在男性生活中，而且体现在女性生活中。
基于此，康德主要从“两性差异”角度，诠释了优
美与崇高概念的价值。简单地说，人类社会就是
由男性和女性所构成的二元社会，尽管构成的成

分非常简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两性的差异常

常引发合作与冲突。表面上看，康德将两个性别
区分开来，实际上，在具体的论证中，他却证明男

性与女性在性格、生活、行为上的自由生命联系。
康德从人类学的经验规定出发，通过性别世界的

审美创造与审美建构，显示了优美与崇高的不同

价值。康德在对民族性美学观念进行研究时，力
图从人的自由创造本质出发，寻求不同民族之间

的审美差异，强调不同民族的优美感与崇高感所

具有的独特的创造价值。这种美学认知方法以及
对优美与崇高的概念规定，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

的思想启示价值。
从民族性与世界主义出发，康德规定了优美

与崇高的普遍有效价值。在《论优美感和崇高
感》中，康德对不同民族的优美感与崇高感并没

有做进一步深化研究，但是，他后来在《实用人类
学》中，对不同民族的美感情调与创造传统做出
了全面考察与具体分析。康德极为注重主体性审
美经验的民族价值，他强调，审美判断必须对人类

社会形成最深切的关怀。无论是性别差异，还是
民族差异，康德都没有把审美视点聚焦在那些细

微差异上，相反，他从人的本质差异出发，规定了

优美与崇高概念所具有的不同文化价值。康德发
现，在其他一切自顾自地动物那里，每个个体都实

现着它的整个规定性，但是，“人类只有通过在许
多世代的无穷尽系列中的进步，才能努力去追求

他的规定性”（康德，《实用人类学》78）。
在康德这里，所有形式上的差异，恰好是人自

身“个性”的表现，体现了“自己与自己保持一致”
的自由而普遍的实践理想。就民族性和两性差异
而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个性的局限性，它们只有

通过相互交往、相互丰富，才能达到“世界主义”
的和谐。同时，他们只有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
色，“才能共同走向人类的目的”（11）。这种美学
观念，与康德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理想有着深

刻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康德的价值论规定，之所以选取优

美与崇高作为突破口，是因为他将人的发展还原

为一种“自然状态”。无论是两性与民族性，还是
全人类所有的区别，都是“自然的”。这个“自
然”，既有天然形成的意思，也有人力所不可改变
的自然法意义。康德特意选取相对客观的角度，
对人主观的审美经验进行规定，既反映了生命存

在主体的主观意愿，又符合客观现实生活历史的

普遍规定。康德通过优美与崇高概念来把握人的
审美价值追求，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学美学思想的

独特理论价值。康德的知识论规定，则建立在先
验逻辑基础上。他强调，先验感性原则与知性原
则和理性原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的认识能力
的真正进化，是基于先天概念的逻辑理性认识与

基于感性经验的审美认识判断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者向人们解释了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它由什么

事物构成，蕴含了怎样的发展规律，后者则从主体

的角度，展示了我们所能看见、感受到的一切事物
和事物本身带给人们的普遍共同知识。正是从先
验逻辑原则与普遍理性法则出发，康德通过鉴赏

判断形成的审美认识，规定了人们对优美与崇高

概念的理性认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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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优美与崇高特性的知识论规定，康德

让我们认识到：人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去认识世

界，一是从自然物自身的特性感知世界，二是从自

身内心情感与自然的交往中认识世界。借助这两
个途径，康德向人们说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由

外在的对象世界和我们自身的内心世界构成，或

者说，由自然世界与自由世界所构成。因此，围绕
优美与崇高概念，康德所作的一切知识论规定，都

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支撑。在知识学与逻辑学的
论证中，优美与崇高概念相互联系，并非彼此孤

立。例如，凯文就专门提到自由美（ｆｒｅｅ ｂｅａｕｔｙ）
和附庸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ｅａｕｔｙ）区分的价值。他认
为，前者是纯粹形式的，后者则包含有“德性因
素”，并且加入了“善的概念”（Ｋｉｒｗａｎ 30 31）。
康德能够对优美与崇高作出特别的价值规

定，无法离开其知识论规定所确立的普遍理性原

则。基于此，应该承认，《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与
《判断力批判》，通过独立且相互丰富的思想考察
与理论论证，以优美与崇高概念为中心，揭示了人

类美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完善了康德的整个美学

体系。我们之所以从价值论规定和知识论规定出
发，并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分析，是因为这样

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康德美学思想对优美与崇

高概念所作规定的划时代理论意义。康德对优美
与崇高概念的不同规定，充分显示了康德美学从

前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的创造性发展，它有助于

我们真正理解优美与崇高概念在美学理论建构与

美学生活实践的关键作用。通过康德对优美与崇
高概念的分析与规定，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美学

的思想灵魂。事实上，康德的论述本身也需要新
的思想来丰富。例如，盖伊专门谈到，康德的优美
与崇高概念的当代性论述，就需要借助“解构主
义、心理分析和意识形态的方法”。如果将康德
对优美与崇高概念的人类学规定与纯粹知识学的

规定进行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康德的逻辑理性

规定或纯粹知识学规定，始终充满了思想的严格

性与理论的深刻性。
我们对康德优美与崇高概念的双重规定及其

内在根据的考察，不仅涉及康德美学自身的问题，

而且涉及美学的普遍理论规定及其思想建构原则

问题。必须看到，在康德那里，优美与崇高概念在
自然领域与自由领域中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理论分

界，他为我们进行审美判断指明了清晰的理论方

向与实践方向。我们要强调的是，无论是怎样的
现代性美学体系，无论我们对审美活动自身或美

学的普遍知识进行怎样的建构，都必须对优美与

崇高概念形成深刻而清醒的理论认知。这就是
说，优美与崇高概念作为美学的核心概念从来就

不是过时的概念，因为它涉及人类审美认知与审

美价值判断的核心问题，它是人类审美认知与审

美创造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关于生命对象

世界的知识建构与价值建构。康德美学对优美与
崇高的概念的双重规定，充分显示了优美与崇高

观念在人类美学思想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我

们需要不断地对此形成我们时代的最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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